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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疫情痛苦经历对抑郁的影响，以及生命意义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

用疫情痛苦经历量表(Suffering Measure during COVID-19)、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
xiety Stress Scale)中抑郁分量表、四维存在意义量表(Quadripartite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调查某

高校内共283名大学生。结果：1) 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正相关，疫情痛苦经历和抑郁分别与生命意义感

负相关；2) 疫情痛苦经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3) 生命意义感在疫情痛苦经历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结论：疫情期间的痛苦经历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降低人们的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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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ronavirus-related suffering o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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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also aim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A total 
of 283 participants from a university completed Suffering Measure during COVID-19, the depres-
sion subscale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and Quadripartite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Re-
sults: 1) Coronavirus-related suffer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Coronavirus-related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meaning in life, respectively. 2) Corona-
virus-related suffering positively predicted depression. 3) Meaning in lif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onavirus-related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Suffering expe-
riences caused by COVID-19 can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decreasing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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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这种新型的冠状

病毒传播使人们患上各类疾病，甚至造成死亡。截至 2022 年 12 月 14 日，全球累计感染人数已超 6 亿人

次，死亡人数约为 660 万。另一方面，感染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被扰乱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也易使人

们产生焦虑、恐慌、抑郁等不良心理反应(苏斌原等，2020)，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Wong, 2020)。 
抑郁是评估个体心理健康的常用指标之一，指一种具有心境低落、兴趣丧失、不愉快等特征的典型

消极情绪状态(张月娟等，2005)。一项网络平台匿名调查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参与调查的民众抑郁发生率

约为 21.7% (李焱芳等，2020)。也有证据表明，民众在疫情期间的抑郁症状指标水平显著高于正常时期(苏
斌原等，2020)。疫情痛苦经历是指个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遭受的有关身心、财产和人际等多方面的负

性生活事件(Wong et al., 2021)。在素质压力模型中，抑郁的产生与外在负性生活事件有关(邱炳武，王极

盛，2000)，所以疫情痛苦经历应与个体的抑郁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此外，抑郁不仅作为单一的消

极状态，也能导致自杀行为等恶劣后果(杜睿，江光荣，2015)。因此，探析个体在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之

间的心理机制极具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命意义感指个体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拥有重要的生活目的并且能感受到价值时的主观体验

(George & Park, 2016)。已有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生命意义感体验有直接的负向影响(李旭，2016)。
也有证据显示生命意义感可能在疫情期间对抑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Korkmaz & Guloglu, 2021)。依据意

义建构模型理论，当受到压力影响时，个体会及时评估此时情境下的意义体验并与自己基础的生命意义

感水平相比较，若此时的生命意义感水平低于基础水平，便会产生心理上的痛苦(Park, 2010)。所以长期

处于疫情以及由疫情带来的各种压力事件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也会受到疫情期间痛苦的负性生活事件

的消极影响。而低生命意义感易使个体陷入消极的状态，从而提高抑郁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疫情痛苦经历对个体抑郁的影响，以及生命意义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

用。提出研究假设如下：1) H1：疫情痛苦经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2) H2：生命意义感在疫情痛苦经历与

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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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于疫情期间在河南省某高校内以宿舍楼栋为单位发放线上调查问卷，共回收 335 份，有效问卷 283
份，有效率为 84.48%。其中男生 96 人，占总人数的 33.92%；女生 187 人，占总人数的 66.08%。年龄为

22.64 ± 2.93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疫情痛苦经历的测量 
疫情痛苦经历量表(Suffering Measure during COVID-19; SM-COVID-19)由 Wong 等人(2021)编制，主

要用于测量个体在新冠肺炎期间痛苦的负性经历和逆境，并评估这些事件对个体影响的程度。例如，“身

体健康状况不佳”。采用五点计分，由 1“根本没有”到 5“非常严重”，共 10 个项目，将第十个项目

的描述改为“个人活动受限”。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9。 

2.2.2. 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采用 Li 等人(2020)编制的四维存在意义量表(Quadripartite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QEMS)，用于评

估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例如，“我理解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采用七点计分，由 1“非常不同意”

到 7“非常同意”，共 16 个项目。总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整体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信度系数为 0.94。 

2.2.3. 抑郁的测量 
采用由龚栩等人(2010)编制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中的抑

郁分量表，评估个体近期一周的情绪。例如，“我感到忧郁沮丧”。采用四点计分，由 1“不符合”到 4
“总是符合”，共 7 个项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1。 

2.3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 SPSS21.0 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其次，采用 SPSS 插件 Process 宏程序中 Model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前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过程中采用 Bootstrap 法迭代 5000
次取样，若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明路径系数显著。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检验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后提取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共 7 个，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 32.73%，低于 40%的标准。所以本研究结果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

差。 

3.2. 初步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r = 0.43, p < 0.001)，生命意义感分别和疫情痛苦经历(r = −0.15, p < 0.05)以及抑郁(r = −0.41, p < 0.001)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3.3. 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 Hayes 推荐的简单中介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中介模型中，疫情痛苦经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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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5, p < 0.05)，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5, p 
< 0.001)，疫情痛苦经历对抑郁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 0.38, p < 0.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11.63%。研究假设 H1 和 H2 均已得到满足，如表 2、表 3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疫情痛苦经历 生命意义感 抑郁 

疫情痛苦经历 1   

生命意义感 −0.15* 1  

抑郁 0.43*** −0.41*** 1 

均值 27.65 79.96 11.87 

标准差 8.17 14.75 4.61 

注：N = 283。*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onavirus-related suffering and depression 
表 2. 生命意义感在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及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t 

生命意义感  0.15 0.02 6.40*     

 疫情痛苦经历    −0.15 −0.27 −0.03 −2.53* 

抑郁  0.56 0.31 62.97***     

 生命意义感    −0.35 −0.45 −0.26 −7.07*** 

 疫情痛苦经历    0.38 0.28 0.48 7.56*** 
 
Table 3. Breakdown table of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占比 

总效应 0.43 0.05 0.33 0.54  

直接效应 0.38 0.05 0.28 0.48 88.37%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 0.05 0.02 0.01 0.11 11.63% 
 

因此，疫情痛苦经历不仅能直接正向预测抑郁，而且还可以部分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正向预测抑郁，

即疫情痛苦经历通过降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进而提高抑郁水平。 

4. 讨论 

4.1. 疫情痛苦经历对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向关系，即疫情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有关的健

康、财产和人际等负性生活事件促进了个体抑郁水平的提高。这与以往马伟娜和徐华(2006)以及陈秀珍等

人(2020)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研究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影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出现这一结果的可

能原因在于：首先依据素质压力模型，应激是抑郁形成的重要条件，外部应激和个人素质的综合作用导

致了抑郁的产生(邱炳武，王极盛，2000)。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中的负性事件与个人素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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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个体抑郁水平的变化。其次，本研究中所讨论的抑郁侧重于情绪。已有研究证实，日

常的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影响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并影响情绪稳定性(李昱汝等，2022)。
被频繁扰乱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促使个体产生负性认知评估并体验到压力感，当无法有效应对时，个体

的消极情绪反复激活和增加，最终导致抑郁水平提高。最后，疫情痛苦经历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个人

财产、出行受限等客观方面，还包括了身体健康、人际关系等主观方面。多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导

致个体产生了更多的挫折感、低控制感、孤独感等负面感受，由此增加抑郁。 

4.2.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在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赖巧珍和肖蓉(2018)等前人研究出普通负性

生活事件通过生命意义感进而影响抑郁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负性生活事件具

体化为与疫情有关或直接由疫情所导致的负性生活事件，更具有针对性和情境适用性。同时也采用了能

测量生命意义感四种成分(理解、目的、内部价值、外部价值)的量表来检验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受疫情期间

负性经历的影响，对整体生命意义感的测量捕捉更为精确(Li et al., 2020)。 
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是充满意义的，个体普遍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较高(Heintzelman & King, 

2014)。但当疫情所造成日常生活的常规模式破坏或现实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时，个体对生活的连贯性与秩

序性感知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此时生命意义感的认知基础受到挑战。此外，个体对具体生活目标和某一

人生目的的追求也将受阻，例如无法如期完成工作或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等。目的受到负面影响又将促使

个体的生活方向不明确，兴趣减退、漫无目的，陷入抑郁状态。价值感是生命意义感中的第三个重要成

分。包括自己对于外界的外在价值感和感知到生活的内在价值感(Li et al., 2020)。由疫情所造成的人际疏

离也可能进一步降低价值感使生命意义感的整体水平降低。在意义建构模型中，当给个体造成压力的事

件所导致情境中的意义感低于基础的意义感水平时，个体产生负性的心理反应(Park, 2010)。所以疫情痛

苦经历在降低个体意义感的同时，降低生命意义感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抑郁水

平。但意义建构模型也指出，情境意义感水平较低也会驱使个体更进一步地寻求意义从而使情境意义感

与基础意义感相平衡(Park, 2010)。因此未来研究还可以重点关注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影响生命意义感之后，

个体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意义补偿。 

4.3. 研究局限与研究价值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主要针对疫情背景下的负性生活事件，因此本次研究结果可能

难以推论到更大的背景。其次，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大学生受疫情影响可能主要局限

于某几个具体方面，如个人财产等方面可能相较于社会工作人员的影响小。未来研究应继续扩大样本范

围，以验证本次研究结果。再次，本研究仅探讨了疫情痛苦经历影响抑郁的其中一条心理路径，中介效

应占比偏低。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疫情痛苦经历是否通过影响个体的孤独感、控制感、不确定性感知等方

面从而影响抑郁。 
本研究讨论了疫情痛苦经历对抑郁影响的心理机制，对于针对性地为民众提供心理干预和辅导具有

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疫情状态下学校和社会不仅可以为学生和民众提供物资支持，还可以开展志愿

活动，主题学习活动等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提高生命意义感。家庭成员之间也应互相帮助和关心，给

予彼此情感支持，一起携手共度难关。 

5. 结论 

1) 疫情痛苦经历与抑郁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疫情痛苦经历和抑郁显著负相关；2) 疫情痛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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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显著正向预测抑郁；3) 生命意义感在疫情痛苦经历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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